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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运用双重差分法对 2011 年至 2020 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表明, 我国于

2014 年底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取得了积极的治理实效, 知识产权法院通过裁判提升

纠纷解决效率及输出规范资源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 回顾知识产权法院创设、 建制

及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 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新创设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压力及其采取的

向上回应、 横向竞争的行为逻辑, 驱使其在过去的实践中努力提升裁判效率及裁判文

书质量, 这为司法治理发挥实效提供了具体案例, 也为后续专门法院的建设及司法改

革的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知识产权法院在未来仍面临挑战, 包括不同行为逻辑交互

耦合导致的工作重心不规律摇摆, 以及竞争环境下的资源压力可能引发其重新嵌入常

规体系, 今后的司法改革需对此采取措施审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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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 制度性措施之一” ,
 

〔 1 〕
 

知识产权法院被定位为 “ 司法改

革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
 

〔 2 〕
 

先行落实 “ 法官员额、 审判权运行机制、 人员分类管理、 行政综

合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新实践” 。
 

〔 3 〕
 

可见,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实为推进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司

法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具有全局意义。 那么, 自 2015 年初正式运行至今,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

是否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实效?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其又是如何发挥积极治理实效的? 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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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支撑其实施有效治理的制度逻辑又是什么?
　 　 在新一轮政法领域改革刚满十年的关键节点, 分析知识产权法院的治理实效及其作用机

制, 发掘知识产权法院实施治理的制度逻辑, 不仅能够为新设知识产权法院及其他专门法院提

供改革指引, 对于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亦将有所助益。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运用上市公司数据、 地区层面数据及裁判文书数据, 结合对法院端、 律

师端、 企业端的访谈及相关公开资料, 尝试对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实践进行全面分析, 并基于

实证结论总结制度经验, 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一、 知识产权法院治理的实效检验

　 　 我国建设知识产权法院乃以 “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 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 为政

策目标,
 

〔 4 〕
 

因此,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创新, 应构成知识产权法院治

理实效的主要检验内容。 既有文献早已注意到司法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5 〕
 

国外有实证研

究指出, 法院既可以通过专利无效判决对企业创新提供直接激励,
 

〔 6 〕
 

也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面

临集体诉讼的风险
 

〔 7 〕
 

或加大对企业被恶意收购的保护而间接影响创新激励。
 

〔 8 〕
 

在我国, 相

关实证研究同样发现, 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涉专利行为之合法性进行审查,
 

〔 9 〕
 

以及推进

旨在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改革, 都能够直接促进企业创新;
 

〔10〕
 

而当存在司法地方保护主

义时, 企业的研发投入会受到抑制, 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11〕
 

就知识产权法院而

言, 有研究认为, 我国建设知识产权法院 “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 使企业专利申请和专利

授权数量分别增加 14. 7%和 18. 8%” ;
 

〔12〕
 

还有研究进一步指出,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可能在

短期内对企业创新存在抑制效应, 但 “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 专利的引用价值、 应用价值以

及市场价值均显著提高” , 因此长期来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 “ 有助于激励企业进行更多高

质量创新” 。
 

〔13〕

　 　 然而, 关于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既有研究, 最新成果也仅运用 2011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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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数据进行检验。 考虑到知识产权法院自 2015 年才开始有效运行, 补足 2019 年及 2020
年的数据, 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本部分将首先完成这项工作。
　 　 (一)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 (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ID) 检验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对上市公

司创新能力的影响。 双重差分法在经济学、 管理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以对政策效果进行评

估, 其核心理念是一项改革或者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中的部分群体受到影响, 而另一部分群体

不受影响或者受到影响较小, 前者可被视为处理组 ( treatment
 

group) , 后者可被视为对照组

( control
 

group) 。 双重差分法以平行趋势为基本假设, 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必须具备

可比性, 即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处理组的变化趋势应与对照组相同, 这排除了政策实施前

其他因素对特定组别的干扰。 政策效果的评估则是将处理组政策实施后的样本均值减去政策实

施前的样本均值, 与对照组政策实施前后的均值之差进行比较, 若两组政策前后效果差值的差

异显著, 则表明政策的实施有效果。
　 　 在本文研究背景下, 将所在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企业作为处理组 ( 受知识产权法院的

直接影响) , 其他地区的企业则作为对照组 (不受知识产权法院的直接影响) ,
 

〔14〕
 

在处理组与

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的前提下, 通过控制其他变量, 双重差分法可以检验知识产权法院设

立对所在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1. 模型设定。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4 年底设立, 鉴于知识产权法院真正开始审理案

件为 2015 年,
 

〔15〕
 

因此以 2015 年为知识产权法院发挥治理实效的时间起点, 构建双重差分模

型如下:

Innovation i, c, t = β0 + β1courtc, t + β j∑
j
firm

 

controli, t + βk∑
k
city

 

controlc, t + μ i + γ t + ε i, c, t

　 　 在该模型中, 下标 i 表示上市公司, c 表示上市公司所在地, t 表示第 t 年; Innovation i,c,t

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表示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

专利授权数、 研发投入三个指标进行衡量; courtc,t 为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 表示上市公司所在

地 c 在时点 t 是否受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若受管辖, 则设为 1, 否则为 0, β1 的值即为政策效

应; firm
 

control i,t 为上市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上市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 现金比率、
资产收益率、 上期研发投入水平、 产权性质、 公司年龄、 市账率、 托宾 Q 值、 管理层持股比

例、 董事会规模、 赫芬达尔指数; city
 

controlc,t 为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经

济发展水平与第二产业水平, 同时为减少时间、 行业对结果的干扰,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 固定行业效应 μ i, 时间效应 γ t; ε i,c,t 为随机扰动项。

表 1　 处理组与对照组情况表

处理组 对照组

上市公司观测次数 3644 17047

上市公司所在地 (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范围) 北京市、 广东省 (除深圳市) 、 上海市 其余各省份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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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涉及国务院部门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行使统一管辖权, 但本文的研究设计可以排除该管

辖规定对模型估计效果的影响: 一方面, 该统一管辖会对处理组和对照组同时产生影响, 这一效果在 DID 模型

估计中会被抵消; 另一方面, 既有的经济学研究也将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的企业视为处理组, 并默认该统一管辖

不会混淆处理效果。 参见前引 〔 13〕 , 黎文靖等文, 第 150 页。
根据对公开裁判文书的分析, 2014 年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少量案件 ( 5 份判决书、 1 份裁定书) , 应不会对

整体研究的效度产生实质影响。



　 　 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为检验企业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和已有研究,
 

〔16〕
 

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两个维度衡量上市公司创新能力。 其中, 创新投入通过公司研发支出占

比来衡量, 具体表现为公司年度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RD) 。 创新产出通过公司发明

专利申请数 / 专利授权数衡量。 发明专利是指对产品、 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需要通过实质审查, 技术价值较高。 通过此指标衡量创新产出, 具体表现为发明专利申请 / 授
权数加 1 的自然对数值 ( Patent / Patent_Grant) 。 考虑到上市公司创新能力不仅受到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公司层面、 地区层面系列变量进行控制。 其中, 上市公司层面控制

变量包括: 公司规模 ( Size, 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值) 、 资产负债率 ( Lev, 公司总债务与总资

产之比) 、 现金资产比 ( Cash,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与总资产之比) 、 资产收益率 ( Roa, 净利润

与总资产之比) 、 上期研发投入水平 ( LRD, t-1 期研发支出与 t-2 期营业收入之比) 、 产权性

质 ( SOE, 是否为国有性质企业) 、 公司年龄 ( Age, 公司成立年限加 1 的自然对数值) 、 市账

率 ( MB, 资产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 托宾 Q 值 ( TobinQ, ( 股票市值+净债务) / ( 资

产总额-待摊费用-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递延税款借项) ) 、 管理层持股比例 ( Mgshare, 管理

层持股数与股本数之比) 、 董事会规模 ( Board, 董事会人数加 1 的自然对数值) 、 赫芬达尔指

数 ( HHI, 基于行业收入与三位行业代码计算所得指数) 。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包括: 经济发展

水平 ( GDP, 各省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值) 、 第二产业水平 ( SI, 各省第二产业 GDP 的自然

对数值) 。
　 　 基于上述变量选择, 本文检验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前后, 受知识产权法院直接影响的上市公

司 (处理组) 和不受知识产权法院直接影响的上市公司 ( 对照组) 在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

专利授权数、 研发投入三个指标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 如果处理组

公司的创新指标增长显著高于对照组公司的创新指标增长, 那么可以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

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创新, 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实效。
　 　 本文以 2011 年至 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

库、 CNRDS 数据库, 上市公司层面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 根据上市公司的注册地编码与地区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匹配。 考虑到金融行业

报表格式特殊, 且对其的监管更为严格, 故删除金融行业样本,
 

〔17〕
 

此外亦删除变量缺失的样

本, 共获得 3216 家上市公司、 20691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同时, 为避免极端值对结果造成干

扰, 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观测值

被解释

变量

RD 0. 0431 0. 0445 0. 0143 0. 0340 0. 0522 20691

Patent 2. 0008 1. 4834 0. 6931 1. 9459 2. 9957 20691

Patent_Grant 1. 3268 1. 2394 0. 0000 1. 0986 2. 0794 20691

解释变量 Court 0. 1761 0. 3809 0. 0000 0. 0000 0. 0000 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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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观测值

控制变量

Size 22. 2204 1. 2658 21. 3235 22. 0433 22. 9190 20691

Lev 0. 4284 0. 2046 0. 2672 0. 4188 0. 5767 20691

Cash 0. 1501 0. 1137 0. 0688 0. 1195 0. 1976 20691

Roa 0. 0290 0. 0840 0. 0116 0. 0335 0. 0631 20691

LRD 0. 0488 0. 0537 0. 0142 0. 0369 0. 0591 20691

SOE 0. 0193 0. 1375 0. 0000 0. 0000 0. 0000 20691

Age 2. 8685 0. 3336 2. 7081 2. 8904 3. 0910 20691

MB 1. 7584 1. 8864 0. 5228 1. 2860 2. 3561 20691

TobinQ 2. 3225 2. 1772 1. 0834 1. 7467 2. 8744 20691

Mgshare 0. 0958 0. 1563 0. 0000 0. 0011 0. 1543 20691

Board 2. 2390 0. 1752 2. 0794 2. 3026 2. 3026 20691

HHI 0. 1184 0. 1183 0. 0433 0. 0793 0. 1455 20691

GDP 11. 1747 0. 4364 10. 8736 11. 2076 11. 4993 20691

SI 18. 8322 0. 8124 18. 2378 18. 9318 19. 5000 20691

　 　 (二) 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检验。 表 3 左边三列回归结果表明,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对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授权数、 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且在 1%水平显著为正。 考虑到上市公司本

身、 所在地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 3 右边三列报告了添加所有控制变量后的结果, 解释变量

与专利申请数的回归系数为 0. 1219, 与专利授权数的回归系数为 0. 1501, 与研发投入的回归

系数为 0. 0015, 均在至少 5%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经济含义是, 知识产权法院建立后, 发明专

利申请数较预期增加了 12. 96% ( e0. 1219 -1) , 发明专利授权数增加了 16. 20% ( e0. 1501 - 1) , 研

发投入水平提高了 2. 76% ( 0. 0015 / 0. 0543, 处理组研发投入水平均值为 0. 0543) 。 由此可

见,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取得了积极的治理实效。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表
 

〔18〕

Patent Patent_Grant RD Patent Patent_Grant RD

Court
0. 1913∗∗∗

( 3. 3669)
0. 2346∗∗∗

( 4. 6455)
0. 0040∗∗

( 2. 4920)
0. 1219∗∗∗

( 2. 6992)
0. 1501∗∗∗

( 3. 7075)
0. 0015∗∗

( 2. 1356)

Size
0. 6418∗∗∗

( 32. 5836)
0. 5345∗∗∗

( 28. 8848)

0. 0001
( 0. 4462)

Lev
0. 1208

( 1. 1747)

-0. 0314
( -0. 3517)

-0. 0201∗∗∗

( -10. 7053)

Cash
0. 1040

( 0. 7207)

-0. 0161
( -0. 1275)

0. 0030
( 1.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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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括号内数值为经公司层面聚类调整 ( cluster) 后的 t 统计量,∗∗∗ 、∗∗ 和∗ 分别表示在 1% 、 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

显著。 如无特别说明, 后表同。



(续表 3)

Patent Patent_Grant RD Patent Patent_Grant RD

Roa
0. 6941∗∗∗

( 5. 0895)

-0. 1703
( -1. 4899)

-0. 0648∗∗∗

( -12. 5303)

LRD
4. 5396∗∗∗

( 12. 3612)
3. 9425∗∗∗

( 11. 5887)
0. 5836∗∗∗

( 44. 4346)

SOE
-0. 1413

( -1. 1077)

-0. 1119
( -1. 0385)

0. 0004
( 0. 4727)

Age
-0. 0406

( -0. 6630)

-0. 0373
( -0. 7169)

-0. 0008
( -0. 9599)

MB
0. 1423∗∗∗

( 5. 1766)
0. 1519∗∗∗

( 6. 6941)
0. 0034∗∗∗

( 5. 1618)

TobinQ
-0. 1143∗∗∗

( -5. 1728)

-0. 1196∗∗∗

( -6. 5855)

-0. 0025∗∗∗

( -4. 6504)

Mgshare
-0. 0178

( -0. 1709)
-0. 1926∗∗

( -2. 2115)

0. 0024
( 1. 4063)

Board
0. 2552∗∗∗

( 2. 6339)
0. 2418∗∗∗

( 2. 7678)

0. 0014
( 1. 0123)

HHI
0. 2358

( 1. 0992)
0. 2059

( 1. 2775)
0. 0034

( 0. 7713)

GDP
-0. 0080

( -0. 1462)
0. 0444

( 0. 9634)
0. 0005

( 0. 7440)

SI
0. 0969∗∗∗

( 4. 0073)
0. 0556∗∗∗

( 2. 6538)

-0. 0005
( -1. 2264)

Constant
0. 2911∗

( 1. 7205)

0. 0069
( 0. 0724)

0. 0135
( 1. 4904)

-15. 8362∗∗∗

( -20. 1516)

-13. 4755∗∗∗

( -20. 4127)

0. 0136
( 1. 3087)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0691 20691 20691 20691 20691 20691

Adj
 

R2 0. 168 0. 148 0. 354 0. 404 0. 373 0. 719

　 　 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以平行趋势假定为前提, 即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

前的变化需要满足平行趋势。 本文首先生成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将交互

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交互项的系数反映特定年份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 若政策时

点前的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 则说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

不存在异质性的时间趋势, 即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进行检验,
 

〔19〕
 

所得结果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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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n
 

and
 

Nancy
 

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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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to’ s
 

Contribution
 

to
 

Pop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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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rom
 

a
 

Historical
 

Ex-
periment,

 

126
 

( 2)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19- 622
 

( 2011) .



表 4　 平行趋势检验表

Patent Patent_Grant RD

Court_2013 0. 0858( 1. 2639) 0. 0545( 0. 9312) -0. 0005( -0. 3646)

Court_2014 0. 0945( 1. 3949) 0. 0701( 1. 2570) -0. 0008( -0. 6217)

Court_2015 0. 0888( 1. 3748) 0. 1214∗∗( 2. 0583) -0. 0018( -1. 2992)

Court_2016 0. 1268∗( 1. 9085) 0. 1346∗∗( 2. 4022) -0. 0007( -0. 5670)

Court_2017 0. 1351∗∗( 2. 1908) 0. 0890( 1. 6406) 0. 0005( 0. 3517)

Court_2018 0. 1433∗∗( 2. 4266) 0. 1931∗∗∗( 3. 7569) 0. 0033∗∗( 2. 5390)
Court_2019 0. 1446∗∗∗( 2. 5822) 0. 1998∗∗∗( 4. 1567) 0. 0029∗∗∗( 2. 6639)
Court_2020 0. 1279∗∗( 2. 3561) 0. 1652∗∗∗( 3. 4637) 0. 0027∗∗( 2. 15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N 20691 20691 20691

Adj
 

R2 0. 404 0. 373 0. 719

　 　 表 4 显示, 政策实施前系数并不显著, 即处理组和对照组在试点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 平

行趋势假定满足。 知识产权法院建立并于 2015 年开始正式管辖、 审理案件后, 处理组和对照

组在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 研发投入之间的差异逐渐明显, 且影响程度呈上升趋势。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样本检验。 本文添加了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但未考虑到知识产权法庭所在地的特

殊性。 知识产权法庭是指专门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 行政和刑事案件, 并将民事、 行政和

刑事审判职能统一于一个审判庭的专门法庭。
 

〔20〕
 

虽然与知识产权法院相比, 知识产权法庭在

人员流动、 审理程序、 人员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但是其相较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普通地

方中级人民法院, 依然具有特殊性。 考虑到本文数据仅收集到 2020 年, 与基准回归中我们将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冲击延后一年的处理保持一致, 在本回归中删除截至 2019 年底未设立知

识产权法院 / 法庭的样本。 截至 2019 年底未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 法庭的省份包括广西壮族自治

区、 贵州省、 海南省、 河北省、 黑龙江省、 辽宁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青海

省、 山西省、 西藏自治区、 云南省和重庆市。 并且, 考虑到样本不均衡, 即属于处理组的上市

公司数较少, 本文剔除未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省份的样本后再次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5 所示, 样

本更换不影响本文结论。 知识产权法院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与知识产权法庭所在地区的上市公

司相比, 在创新能力方面依然显著提高。

表 5　 剔除部分样本后回归结果表

Patent Patent_Grant RD

Court 0. 0976∗∗( 2. 1241) 0. 1334∗∗∗( 3. 2386) 0. 0016∗∗( 2. 17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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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胡淑珠: 《 试论知识产权法院 ( 法庭) 的建立———对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 , 《 知识产权》
2010 年第 4 期, 第 37 页。



(续表 5)

Patent Patent_Grant RD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N 17976 17976 17976

Adj
 

R2 0. 410 0. 382 0. 726

　 　 2. 替代性变量: 创新效率。 在既有研究中, 创新的测度主要包括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
考虑到效率也是当今企业生产活动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本文亦将创新效率纳入考量之中。 借

鉴已有研究,
 

〔21〕
 

本文构造变量创新效率 1 ( InnoEff1) , 通过上市公司当年发明专利、 实用新

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三种专利申请数之和与研发支出之比度量。 考虑到三种专利的技术价值

有一定 差 异, 将 三 种 专 利 分 别 按 照 3 ∶ 2 ∶ 1 进 行 权 重 赋 值,
 

〔22〕
 

构 造 变 量 创 新 效 率 2
( InnoEff2) , 用权重赋值后得到的专利申请总数与研发支出之比度量。 回归结果见表 6, 从中

可以看出,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对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受创新测度选取的干扰, 可

以认为本文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 6　 替代性变量回归结果表

InnoEff1 InnoEff2

Court 0. 0067∗∗∗( 2. 6422) 0. 0062∗∗( 2. 14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N 20691 20691

Adj
 

R2 0. 357 0. 331

　 　 3.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控制区域和年份层面不可观察的因素对结果可能造成的偏差,
本文通过随机设定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地点和时间进行安慰剂测试。 具体地, 随机赋值知识产权

法院设立地点与政策实施时间后再进行双向固定的双重差分估计, 记录交互项回归系数, 并重

复 1000 次。 下页图 1 至图 3 显示, 交互项回归系数基本服从均值为 0 的正态分布, 大部分显

著小于基准回归系数值, 且对应的 p 值大多大于 0. 1, 相应地, 基于随机样本得到前文基准回

归估计系数的概率均较低。 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 随机设定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地区和时间并不

能显著影响企业创新, 因而再次表明知识产权法院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非区域与时间层面

的因素驱动,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区域层面的创新平行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4. 合成控制法的再审查。 双重差分法默认处理组在政策时点之后的变化全部是由特定政

策引起的, 但是无法排除可能存在的其他政策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从而导致对政策效应的识别

可能存在偏误。 并且, 虽然一般认为双重差分法所适用的政策外生性可以有效避免内生性问

题, 但这是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不会影响政策的制定, 而就我国而言, 政策试点的地点并非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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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参见温军、 冯根福: 《 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 “ 增值” 与 “ 攫取” 的权衡视角》 , 《 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2 期,
第 185 页。
参见前引 〔 16〕 , 权小锋等文, 第 128 页。



机选取, 专门化知识产权法院率先在创新活动较为频繁的北京、 上海、 广州进行试点。 因此,
双重差分模型所默认的政策外生性假设可能并不满足。 为此, 本文补充合成控制法对政策效果

进行再检验。 具体而言, 通过构造一个假想的处理组作为反事实, 用真实处理组的效应减去反

事实效应作为政策效果, 以对照检验上文双重差分法的偏误程度。

图 1　 知识产权法院促进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安慰剂检验

图 2　 知识产权法院促进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安慰剂检验

图 3　 知识产权法院促进研发投入的安慰剂检验

图 4　 合成控制法检验发明专利申请数

图 5　 合成控制法检验发明专利授权数

图 6　 合成控制法检验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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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北京、 上海的特殊地位, 本文选择广东省进行合成控制法检验, 以其他省份做拟合

模拟, 并剔除了深圳市。
 

〔23〕
 

上页图 4 至图 6 显示真实广东省与合成广东省在政策实施前创新

情况基本一致, 在政策实施后出现了明显差异, 真实广东的实际创新情况好于合成广东, 从而

进一步验证了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 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四) 小结

　 　 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能够得到如下结论: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呈

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具体而言, 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 受知识产权法院直接影响的上市公

司专利申请数增加 12. 96%, 专利授权数增加 16. 20%, 研发投入水平提高 2. 76%。 知识产权

法院的设立促进了企业创新, 发挥了积极的治理实效。

二、 知识产权法院治理的机制分析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 知识产权法院是如何发挥积极的治理实效的。 回顾既有文献可

以看到,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研究大多以司法为外生冲击, 探讨司法通过影响企业和所在行

业的具体要素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例如增加企业研发投入、 减少企业研发损失、
 

〔24〕
 

减少低

质量专利申请等,
 

〔25〕
 

而对于具体是哪些司法要素对企业创新发挥作用, 则缺乏讨论。 相较而

言, 法学在深入司法内部分析其治理机制、 把握司法改革的具体经验方面具有优势。
　 　 (一) 理论架构: 司法的治理机制

　 　 梳理关于司法治理的既有文献可以发现, 司法机关主要通过裁判案件影响纠纷解决效率及进

行规范资源输出实现社会治理。 前者直接对社会及市场主体产生影响, 本文称为 “直接路径” ,
后者则借助社会及市场主体对规范资源的动员利用及主动迎合发挥作用, 本文称为 “间接路径”。
　 　 1. 直接路径。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时便注意到, 法院能够通过裁判案件提高纠纷解决

效率、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进而影响其经济行为。
 

〔26〕
 

制度经济学用 “交易” 指代所有 “人与

人之间的活动” , 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买卖、 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以及政府对个人的权力关

系。
 

〔27〕
 

在现实世界中, 所有交易都存在成本, 而法院可以通过为法定权利提供高效保护来降

低交易成本, 市场主体便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其产权为自己创造价值。
 

〔28〕
 

在知识产权领域, 更

高效的权利保护意味着市场主体能够更充分地开发其拥有的知识产权以获得收益, 进而为其持

续创新提供正向激励。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知识产权法院的纠纷解决效率越高, 越能够促进企

业创新 (假设 1) 。
　 　 2. 间接路径。 法社会学理论关注司法裁判内含的规范正当性, 认为其能够通过输出规范

资源产生社会影响。
 

〔29〕
 

此可进一步细分为法律动员与法律环境两条理论进路。 就法律动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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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深圳市不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范围内。
参见前引 〔 12〕 , 庄佳强等文, 第 25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13〕 , 黎文靖等文, 第 145 页, 第 156 页。
参见 [ 美] 罗纳德·H. 科斯: 《 企业、 市场与法律》 , 盛洪、 陈郁译校, 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95 页。
参见 [ 美] 约翰·J. 康芒斯: 《 制度经济学》 上册, 于树生译,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 第 74 页以下。
参见夏后学、 谭清美、 白俊红: 《 营商环境、 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
《 经济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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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02.



路而言, 舍恩戈德 ( Scheingold) 发现法院享有的规范正当性使其作出的判决会成为社会运动

中的一项 “规范资源” 被各利益集团争相利用, 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 1954 年作出的布朗诉托

皮卡教育局案裁判, 便推动了公立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
 

〔30〕
 

后续研究也在隐私保护、
 

〔31〕
 

环境治理
 

〔32〕
 

等领域实证了法律动员现象。 就法律环境进路而言, 埃德尔曼 ( Edelman) 发现

法律改革会创造新的法律环境, 处于新法律环境下的组织会感受到法律环境变化带来的压

力,
 

〔33〕
 

进而主动迎合新法律环境的规范期待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34〕
 

后续研究进一步发现,
法院作出的典型裁判

 

〔35〕
 

及其对既有法律的解释
 

〔36〕
 

也能够塑造新的法律环境, 进而引导组

织改变自身行为。 上述两条进路还可能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有研究指出, 在技术创新领

域, 法院对技术专利的裁判既改变了既有的法律环境从而对未来新技术的发展产生根本影响,
又构成未来进一步改革创新政策的基线从而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游说。

 

〔37〕
 

考虑到上述两

条理论进路皆以法院通过裁判输出的规范资源对行为主体发生影响为基础, 本文提出如下假

设: 知识产权法院的规范资源输出越多, 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 (假设 2) 。
　 　 下文将首先通过定量方法检验上述两条影响路径, 同时考虑到仅依对大样本数据的定量分

析无法充分刻画事物运作的复杂性, 因而在定量分析之后本文还对上述两条路径具体如何影响

企业创新进行定性分析, 以期对事物运作的过程给出直观且合理的说明。 定性分析依据的材料

来源于笔者对来自 7 家科技创新企业 ( 5 家新兴产业、 2 家传统产业) 的 12 位工作人员进行

的半结构化访谈, 包括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相关问题的概括性访谈, 以及以知识产权

法院对企业涉及案件所作裁判为中心的针对性访谈。 上述访谈在 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3 月

间完成, 单次访谈时长 1 至 3 小时不等, 受访人员在知识产权领域工作年限最低 9 年, 最高

15 年, 平均 12. 6 年 (仅 7 位受访者透露了工作年限) 。 以访谈内容为指引, 本文进一步匹配

相关裁判文书与公开报道信息, 形成最终的案例材料。
　 　 (二) 直接路径: 纠纷解决效率

　 　 1. 定量分析。 参考既有研究, 本文选取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结收比 ( Case) 作为知识产权

法院纠纷解决效率的衡量指标。
 

〔38〕
 

具体而言, 这一指标的定义是一家知识产权法院当年审结

的全部案件数 / 受理的案件数×100。 相比于知识产权法院每年审结案件数量的绝对值, 案件结

收比这一变量考虑了知识产权法院立案数量的变化, 因此将其作为知识产权法院纠纷解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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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参见前引 〔 29〕 , Whittington 等编书, 第 607 页。
See

 

Emilio
 

Lehoucq
 

and
 

Whitney
 

K. Taylor,
 

Conceptualizing
 

Legal
 

Mobilization: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Deployment
 

of
 

Legal
 

Strategies ? ,
 

45
 

( 1)
 

Law
 

&
 

Social
 

Inquiry
 

167
 

( 2020) .
See

 

Xiangyi
 

Ren
 

and
 

Lili
 

Liu,
 

Building
 

Consensus:
 

Support
 

Structure
 

and
 

the
 

Frames
 

of
 

Environmental
 

Legal
 

Mobilization
 

in
 

China,
 

121
 

( 2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9
 

( 2020) .
See

 

Lauren
 

B. Edelman,
 

Leg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The
 

Expansion
 

of
 

Due
 

Process
 

in
 

the
 

American
 

Workplace,
 

95
 

( 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402- 1403
 

( 1990) .
参见前引 〔 29〕 , Whittington 等编书, 第 605 页。
See

 

Nicholas
 

Pedriana
 

and
 

Robin
 

Stryke,
 

The
 

Strength
 

of
 

a
 

Weak
 

Agency:
 

Enforcement
 

of
 

Title
 

VII
 

of
 

the
 

1964
 

Civil
 

Rights
 

Act
 

and
 

the
 

Expansion
 

of
 

State
 

Capacity
 

1965-1971,
 

110
 

( 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9- 710
 

( 2004) .
参见前引 〔 29〕 , Whittington 等编书, 第 606 页。
See

 

Shahshahani
 

Sepehr,
 

The
 

Role
 

of
 

Courts
 

in
 

Technology
 

Policy,
 

61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7- 38
 

( 2018) .
See

 

Stefan
 

Voigt
 

and
 

Nora
 

El-Bialy,
 

Identifying
 

the
 

Determinants
 

of
 

Aggregate
 

Judicial
 

Performance:
 

Taxpayers’
 

Money
 

Well
 

Spent ? ,
 

41
 

Eur. J. Law
 

Econ. 292
 

( 2016) ; 陈刚: 《 遴选法官: 学历和专业孰重要———基于提高司法效率角度的

研究》 , 《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3 期, 第 92 页。 在上述文献中, 此指标被称为 CEPEJ ( 清除率) 或结

案率, 本文为便于直观理解将其称为 “ 结收比” 。



的代理变量更为合适。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结收案件数据由各法院公布的官方文件及对法院的访

谈获得。
 

〔39〕
 

同时, 囿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部分的样本为三家知识产权法院所

在地区上市公司 2015 年至 2020 年的数据。
　 　 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 本文引入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结收比这一变量, 并保持其他控制

变量不变。 此处使用的是 OLS 回归模型, 即关注在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范围内, 法院的纠纷

解决效率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回归结果见表 7。 结果显示, 知识产权法院的纠纷解决效率对于

发明专利授权数和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 表明知识产权法院纠纷解决

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 假设 1 得证。

表 7　 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效率对企业创新影响回归结果表

Patent Patent_Grant RD

Case -0. 0013( -0. 6275) 0. 0030∗( 1. 7460) 0. 0001∗∗( 1. 99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N 3626 3626 3626

Adj
 

R2 0. 517 0. 505 0. 727

　 　 2. 定性分析。 为了更细致地描述知识产权法院如何通过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促进企业创

新, 我们从某知识产权法院对一项技术专利争议所作判决切入, 分别访谈了涉案企业参与该案

办理的主要工作人员及其上级负责人, 并收集匹配其他公开信息, 对该案历程进行描述。
　 　 A 企业为一家新兴科技企业, B 企业为一家互联网头部企业。 2017 年, A 企业向某知识产

权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主张 B 企业运营的 APP 中的支付渠道使用的二维码技术侵犯了 A 企

业拥有的二维码技术专利, B 企业对此予以否认。 对 B 企业而言, 二维码支付技术构成其多

款产品应用的基础架构, “我们也从技术角度做过研究, 基本上没办法避免” ,
 

〔40〕
 

B 企业的法

务人员在争议发生的最初阶段便向企业最高层进行了汇报, 引发了决策层的担忧, “ 假设这个

案子败诉,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地震级的判决,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用” 。 〔41〕
 

双方在诉讼外有过

多次沟通, 但由于就技术前景、 产品价值、 专利权属等问题存在分歧而未能和解。 A 企业采用

多种手段向 B 企业施压, 甚至 “ 开发布会, 说抄袭、 侵权什么的” ,
 

〔42〕
 

B 企业为上市公司,
舆论层面的压力随之引发金融层面的压力, “ 有好多公司来问, 场外的一些公司来问, 就挺

激烈的” 。 〔43〕

　 　 无论是 B 企业的内部担忧还是 A 企业的外部施压, 都对 B 企业能否持续利用该项技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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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2〕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案件数据由访谈获得, 2015 年至 2019 年审结案件数据见 “知产北京” 公众号文章: 《优化配

置, 全面提速, 北京知产法院 2019 年结收比达 105%》 ( 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LYfPHkbHPzCE4BVmLowAOA),
2020 年审结案件数据见 “知产北京” 公众号文章: 《这一年!》 ( 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nzD9yehHsHKew17N-
O6TTA);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历年受理案件、 审结案件数据见 2015 年至 2020 年的 《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状况》 (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官网, http: / / www. shzcfy. gov. cn) ;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历年受理案件、 审结

案件数据见 2015 年至 2020 年的 《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 (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官网, http: / /
www. gipc. gov. cn) 。

〔 41〕 访谈笔记: M13, 第 10 页。
〔 43〕 访谈笔记: M13, 第 6 页 ( 相关新闻报道在网上检索确证) 。



来不确定性, 而由于该项技术构成 B 企业主要业务的底层支撑, 是否侵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

负面影响在具体业务层面进一步放大, “对我们来讲压力很大, 就到了不得不赢的程度” 。
 

〔44〕
 

围绕该项技术的专利侵权争议, 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7 年立案, 期间 B 企业提出管辖权异议,
异议经一审、 二审后被驳回, 知识产权法院于 2019 年召开庭前会议, 20 余日后开庭审理, 并

于 2019 年底作出判决, 认定 B 企业使用的二维码技术 “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
 

〔45〕
 

虽

然 A 企业提起上诉, 但是知识产权法院在一审中的高效明显缓解了 B 企业对使用该项技术合

法性的担忧, “一审结束之后, 其实我们对二审的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 。
 

〔46〕
 

值得注意的是,
知识产权法院在对该案作出判决时, 并未等待专利行政机关对 A 企业涉案专利是否无效作出

决定,
 

〔47〕
 

这显著提高了解决该技术专利侵权纠纷的效率。
　 　 企业对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效率的渴求并不限于此个案。 笔者在访谈其他企业时也了解到,
只有当一项知识产权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时, 企业才有动力持续投入创新, 而要获得最优的

“变现” , 便需要市场主体在其转化率最高的节点对其予以开发利用。
 

〔48〕
 

市场瞬息万变, 特定

知识产权的最佳 “转化窗口期” 可能转瞬即逝, 因而知识产权纠纷的高效解决能够提高企业

具体产权的确定性, 从而提高其获得收益的能力,
 

〔49〕
 

降低企业保护自身产权的交易成本, 对

企业持续投入创新形成正向激励。
　 　 (三) 间接路径: 规范资源输出

　 　 1. 定量分析。 本文选取知识产权法院技术类案件裁判文书中 “ 本院认为” 部分的平均字

数 ( Word) 和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发布的 50 个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三家知识产权法院所审案例

的占比 ( Influence) 这两个指标, 衡量知识产权法院的规范资源输出程度。 首先, “ 本院认

为” 部分对案件所涉法律争议的论述, 包括对涉案事实的法律定性、 对适用法律的选择及解

释, 皆构成对既有法律规范的进一步阐释与发展, 能够为法官后续裁判同类案件及律师与原告

向法院主张诉求提供论证依据, 因而构成法院输出的规范资源。
 

〔50〕
 

需要注意的是, “ 本院认

为” 部分并不涉及案件事实的认定, 因此其长度与案件事实复杂程度无关。 这一指标的定义

是一家知识产权法院当年专利、 计算机软件、 技术案件的判决书中 “ 本院认为” 字数均值的

自然对数。 其次, 知识产权法院所审案例被选为全国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比例同样能够表征知

识产权法院规范输出的程度。 此比例越高, 代表越多的知识产权法院所作裁判获得最高人民法

院的权威背书, 且更可能被市场主体知晓。 这一指标的定义是当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50 件

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由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案件比例。
　 　 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 将上述两个新变量引入模型, 并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 回归

结果如表 8 所示。 结果显示, 知识产权法院规范资源的输出对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授权

数和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均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为正, 表明知识产权法院的规范资源输出显著

·191·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治理实效与制度逻辑

〔44〕
〔45〕
〔46〕
〔47〕
〔48〕
〔49〕
〔50〕

访谈笔记: M13, 第 8 页。
相关材料来源: 该案知识产权法院裁判文书。
访谈笔记: M13, 第 9 页。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1 年 3 月作出相关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决定。
访谈笔记: F06, 第 5 页。
访谈笔记: I09, 第 8 页以下。
该变量选择参考下述研究: Tilko

 

Swalve,
 

Does
 

Group
 

Familiarity
 

Improve
 

Deliberations
 

in
 

Judicial
 

Teams ?
 

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19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231
 

( 2022) ; 孙万怀: 《 公开固然重要, 说理

更显公正——— “ 公开三大平台” 中刑事裁判文书公开之局限》 , 《 现代法学》 2014 年第 2 期, 第 50 页。



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 假设 2 得证。

表 8　 知识产权规范输出对企业创新影响回归结果表

Patent Patent_Grant RD Patent Patent_Grant RD

Word
0. 0463

( 0. 4335)
0. 3015∗∗∗

( 3. 1236)
0. 0062∗∗

( 2. 2284)

Influence
0. 4025∗∗∗

( 2. 7326)
0. 3972∗∗∗

( 3. 0539)
0. 0077∗∗∗

( 2. 945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626 3626 3626 3626 3626 3626

Adj
 

R2 0. 517 0. 506 0. 727 0. 517 0. 505 0. 727

　 　 2. 定性分析。 为了更细致地描述知识产权法院如何通过提升规范资源的输出促进企业创

新, 我们从某知识产权法院对一部热播剧所涉著作权争议作出的裁定切入, 分别访谈了涉案两

家企业参与该案办理的主要工作人员, 并收集匹配其他公开信息, 对该案历程进行描述。
　 　 C 企业与 D 企业皆为互联网头部企业, C 企业投资拍摄了有较大影响的热播剧, D 企业则

在短视频领域有较大影响力。 2021 年, C 企业发现其投资拍摄的热播剧被 D 企业的平台用户

制作成短视频上传至 D 企业运营的平台公开播放, D 企业也对涉嫌侵权视频的主题、 内容进

行选择、 编辑、 整理与推荐, 双方由此发生知识产权侵权争议。 C 企业向某知识产权法院提出

保全申请, 请求法院命令 D 企业删除其平台上的侵权视频并过滤、 拦截用户继续上传侵权视

频。 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1 年立案后, 一个月内便作出驳回 C 企业保全申请的裁定, 并在裁定

书中进行了详细说理, 其输出的规范资源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针对知识产权的保全制度应当

结合行业背景和具体情境在平衡各方利益后谨慎使用。 在本案中, 行业背景为短视频的发展激

发了对影视剧资源的二次创作, 这虽然丰富了文化产品, 但可能影响著作权人的权利保障; 再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境, 保全制度在本案情况下的适用可能妨碍短视频平台的正常经营, 甚至会

限制公众获取和欣赏文化产品的自由, 加之本案中被申请人已经主动承诺采取包括审查过滤、
阻拦遏制侵权行为等措施, 法院遂裁定驳回保全申请。 第二, 被申请人所作承诺构成了处理类

似争议的行为指引。 本案中, 被申请人短视频平台企业已承诺对涉嫌侵权视频进行主动事前筛

查和主动事后筛查并予以删除; 且在热播电视剧的首轮播放期间及结束后的一定期间内, 短视

频平台企业收到著作权人的投诉及提供的链接后及时删除涉嫌侵权视频; 对于电视剧版权方投

诉中提到的上传涉嫌侵权内容的用户, 短视频平台将根据每日投诉视频量及被投诉次数决定对

其作出删除内容、 封禁投稿直至永久封禁的处理。 法院在 “ 本院认为” 中肯定了上述承诺,
为该承诺提供了规范上的正当性, 该承诺成为在未来处理类似争议的行为指引。

 

〔51〕

　 　 上述规范资源首先对企业的法务人员产生影响。 C 企业的法务人员特别提到了法院在该案

裁定书中的说理内容: “裁定中写了一些比较好的规则, 即什么情况下平台要对平台上的侵权

内容承担何种义务。 电视剧处于热播区的, 在收到我们的预警函的情况下, 应该提前过滤,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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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相关材料来源: 该案知识产权法院裁判文书。



到我们的投诉时, 应该在很短时间内下架。 屏蔽过滤、 及时下架, 裁定中涉及很多创新性的规

则。”
 

〔52〕
 

在该企业法务看来, 此案为 C 企业未来面对类似案件时维护权利提供了规范依据,
从而构成可动员的规范资源, 而这又会降低企业开发利用知识产权的不确定性, 对 C 企业在

内容领域持续创新形成正向激励: “ (司法裁判) 对内容创新的帮助或者技术创新的帮助, 肯

定是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 如果我们花了大量成本研发出来的技术或者购买的内容没有得到

保护, 那么显然会削弱我们的积极性。”
 

〔53〕
 

与此同时, 通过诉讼及合规部门的传递, 知识产

权法院输出的规范资源还向企业内化, 对业务端产生影响。 C 企业的诉讼团队服务于合规团

队, 为其及时更新司法裁判的发展, 而诉讼团队和合规团队又进一步细分对接不同的产品线,
这样的组织架构为诉讼团队将诉讼端吸收的规范资源实时传递给业务端提供了可能, “ 有的业

务会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不对, 这样我才知道我怎么做才是对的” 。
 

〔54〕
 

由此, 知识产

权法院输出的规范资源便内化形成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 事实上, C 企业同样有短

视频业务, 上述规范资源的内化也能够避免该企业在业务开发时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D 企业的法务人员在接受访谈时, 同样认可法院的说理: “ 我们觉得裁定书在论理方面写

得还是非常平衡的” 。 此处的 “平衡” , 应是指其阐释的规则对 D 企业而言同样具有价值。 在

D 企业法务人员的视角下, 此规则也构成可动员的规范资源, 可以用来提醒业务人员避免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大家的规矩感还是比较强的, 整个合

规监管的态势也越来越严格了, 所以说产品方面也会和法务进行非常良性的互动, 来探讨怎样

根据法院的生效裁判调整我们的产品” 。
 

〔55〕
 

支撑上述规范传递的同样是一条从诉讼合规部门

到产品业务部门的内化路径: 作为诉讼部门的人员, “法院的很多判决也是我们法务研习的重

要材料, 基本上每个月我们法务部诉讼部门都开一次学习会议, 研究各个法院最近有代表性的

裁判文书, 了解与互联网新兴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和趋势。 这其中来自知识产权法

院的裁判非常多” 。
 

〔56〕
 

而诉讼及合规部门又会在产品设计初期就与业务人员保持高频沟通,
“如果是新项目上线, 一般在上线论证的阶段, 法务就参与进去了” , “我们会定期给他们 ( 产

品业务人员) 一些法律、 合规方面的意见, 也会针对相关产品根据法院的裁判结果给他们提

出一些合规建议, 然后让他们整改。 ……他们有时也会关注法院, 比如法院出了这么一个裁

判, 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我们会不会需要进一步调整, 所以有时产品方面也会咨询法务对法院

裁判的意见” 。
 

〔57〕
 

由此, 法院裁判输出的规范资源便经由诉讼及合规人员渗透内化于企业的

具体业务之中, 从而提升业务端的合规性。 上述内容也在对该企业另一位合规人员的访谈中得

到确证。
 

〔58〕

　 　 可以看到, 知识产权法院裁判案件输出规范资源, 既为企业提供了可兹动员以保护自身权

利免受侵犯的规范资源, 也形成了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环境, 该法律环境又对企业产生

影响, 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合规性, 以上皆可形成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 这也在对其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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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访谈中得到印证。
 

〔59〕

三、 知识产权法院治理的制度逻辑

　 　 前述研究表明, 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及输出规范资源能够促进企

业创新, 那么自 2015 年以来, 是何种制度逻辑激励知识产权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提升裁判效率

及裁判文书的质量呢? 所谓制度逻辑, 乃指 “ 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

机制。 这些制度逻辑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 。
 

〔60〕
 

在这一部分, 本文将回

溯知识产权法院创设、 建制与发展的全过程, 并尝试从知识产权法院作为行动者的视角, 理解

支撑其提升裁判质效的制度逻辑。
　 　 本部分分析依据的经验材料包括所有公开资料、 对裁判文书的结构化分析及笔者的访谈材

料。 在前一部分对企业访谈的材料基础上, 笔者还访谈了来自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共 17 位工作

人员, 其中员额法官 14 位、 法官助理 3 位, 被访谈人中有 3 位庭长、 1 位副庭长、 1 位综合办

主任, 另亦访谈了两家律师事务所的 2 位负责知识产权团队的高级合伙人。 这些访谈在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间完成, 单次访谈时长 1 至 3 小时不等。
　 　 (一) 制度背景: 运动式能力建设

　 　 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常见的治理模式之一, 乃指 “ (国家) 暂时叫停原科层制常规过程, 以

政治动员过程替代之, 以便超越科层制度的组织失效, 达到纠偏、 规范边界的意图” 。
 

〔61〕
 

透

视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创建历程, 发现其也潜藏着运动式治理的痕迹: 典型的运动式治理表现

为国家对既有的科层组织进行政治动员, 在短期内集中资源解决特定的治理难题, 而知识产权

法院的建设, 则表现为国家对既有的科层组织进行政治动员, 在短期内集中资源建设专门组

织, 以期形成解决特定治理难题的常规能力。 本文将此种治理模式称为运动式的能力建设: 一

方面, 其延续运动式治理所惯用的对既有科层组织进行政治动员以有效集中资源的行动策略;
另一方面, 其政治动员的输出又不再指向特定治理难题的直接解决, 而表现为建设针对相关治

理难题能够持续输出特定能力的专门组织。 有实证研究发现, 部分运动式治理在后期会逐渐进

入常规化的轨道, 届时也会产生专门的机构与职业化的人员, 从而形成应对相关治理难题的常

规能力。
 

〔62〕
 

然而, 运动式能力建设的独特之处在于, 其乃将上述历时性的演进过程强制共时

化, 可被视为运动式治理的一种发展与变形。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 明确提出 “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 。 2014 年 6 月 6 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

过 《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 与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 决定

将知识产权法院建设作为 “ 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 制度性措施” 之一, 以其为样本施行关

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诸多举措。 中央也随之开启政治动员: “中央有关部门要支持司法体制改革

工作, 帮助地方解决试点中遇到的难题, 确保改革部署落到实处。 试点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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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笔记: F06, 第 17 页以下。
周雪光、 艾云: 《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 , 《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4 期, 第 134 页。
周雪光: 《 运动型治理机制: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 , 《 开放时代》 2012 年第 9 期, 第 120 页。
参见陈恩: 《 常规治理何以替代运动式治理———基于一个县计划生育史的考察》 , 《 社会学评论》 2015 年第 5 期,
第 71 页以下。



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 细化试点实施方案, 及时启动工作, 按照可复制、 可推广的要

求, 推动制度创新。”
 

〔63〕

　 　 国家机构随即将中央的政治决策转化为规范文本, 为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提供依据。 最高

人民法院首先拟定 《关于在北京、 上海、 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 ( 草案) 》 , 全国人大

常委会于 2014 年 8 月 31 日表决通过该决定, 为创设知识产权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授权后, 2014 年 10 月至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布 《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

作指导意见 (试行) 》 《关于北京、 上海、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 关于知识产

权法院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

暂行规定》 , 为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提供了具体制度依据。
　 　 中央的政治决策与国家机构的法律权威共同促使常规条块系统集中资源完成知识产权法院

的创设工作。 2014 年 10 月 25 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 《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

题的框架意见》 设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法官遴选委员会———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遴选

委员会”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 从北京法院系统择优遴选了 18 位

法官调入知识产权法院, 他们的平均年龄 40. 2 岁, 91%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从事知识产权

审判工作平均年限为 10 年, 近五年人均承办案件数为 438. 5 件。 2014 年 11 月 2 日, 北京市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四次会议, 唯一的议程便是完成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领导班子的人事

任免, 这体现了 “北京市委高度重视, 依法推动知识产权法院建立” 。
 

〔64〕
 

2014 年 11 月 6 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于同年 11 月 19 日成立 “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 , 从广东法院系统首批遴选 10 名法官调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并于

12 月 11 日获得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12 月 16 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也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首批遴选了包括院、 庭长在内的 14 位法官, 从事知识产

权审判工作平均年限 8. 4 年, 其中法学博士 3 名, 法学硕士 10 名, 两位法官系全国法院审判

业务专家,
 

〔65〕
 

2014 年 12 月 28 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至此,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

皆完成组织创设。 从中央决策到机构落地, 知识产权法院相关法律依据的出台及人、 财、 物的

汇集前后仅用半年时间。
　 　 中央之所以力推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 乃是为了建设常规系统所缺乏的一项能力, 即为市

场主体就知识产权保护提供 “ 可信承诺” 的能力。 我国各级地方法院的典型形态表现为嵌入

条块关系中的准科层组织:
 

〔66〕
 

一方面, 地方法院普遍嵌入当地党政系统之中, 支持地方党政

机关进行地方治理。
 

〔67〕
 

并且此种嵌入关系也使得地方法院的内部组织安排与地方党政趋向同

构, 从而呈现出常被学者诟病的 “行政化” 现象。
 

〔68〕
 

另一方面, 虽然上级法院也通过审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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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业务指导等方式对下级法院施加影响, 这种 “ 条条” 关系上的影响可能助力下级法院对

抗地方化的压力,
 

〔69〕
 

但也会带来司法权力的向上集中,
 

〔70〕
 

从而强化法院系统内部上下级之

间的科层关系, 反而加剧了法院系统内部的 “行政化” 。 中央在十八大时提出推进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这就需要激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以此为背景, “ 探索建设知识产权法院” , 便

是希望建立一套能够从常规条块系统中脱嵌的专业审判机构, 以摆脱地方政府的自利干预与官

僚科层的唯上顺从, 真正秉持专业化的逻辑及精神为市场主体提供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 可

信承诺” 。 虽然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依法仍需向当地人大作工作报告, 当地高院也仍被规定为其

主管单位, 但知识产权法院显然获得了远高于普通地方中院的中央关注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

确要求 “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法院的监督” , 并就 “有关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报告” ,
 

〔71〕
 

其未来的改革也以超越所在直辖市 (省) 进行全国层面的跨区域管辖

为方向。
 

〔72〕
 

正如一位法官在解释其为何愿意从当地中院调入知识产权法院时所言, “ 它是中

央设立的, ……它要贯彻中央的使命, 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
 

〔73〕
 

要言之, 知识产权法院乃是

脱嵌于常规条块关系的全国层面的改革法院。 2022 年 4 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 也继续强调了要 “完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 。
　 　 当然, 对于新创设的组织而言, 要形成特定的能力, 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具有渐

进性, 而前述运动式的组织创设过程又具有片段性的特征, 事实上, 无论是政治权威的注意力

还是科层组织的常规资源, 都难以长期持续集中于单一事项。 能力形成的渐进性与运动式方式

的片段性之间的张力便构成运动式能力建设这一治理模式的底层矛盾, 而此矛盾又会进一步衍

生出新创设组织之合法性被悬置的处境: 被中央以运动式的方式从常规体系下脱嵌而出的新创

设组织, 在政治动员的注意力消退后, 在自身的独特能力被充分认可前, 其既无法从中央获得

合法性的持续确认, 又不具备从常规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渠道与理由, 亦缺乏来自社会的合法

性支撑。 所谓合法性, 即 “ 社会的认可、 接受和信任” , 对于组织而言, 合法性就如氧气一

般, 是其 “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和存在的根本条件之一” 。
 

〔74〕
 

此种合法性被悬置的处境, 便会

驱使知识产权法院采纳下面两种行为逻辑: 当中央对其有所关注时, 积极向上回应, 以争取政

治权威的合法性确认; 当中央没有直接关注时, 自谋发展, 寻求直接从社会获得合法性认同。
　 　 (二) 向上回应: 组织脱嵌与改革担当

　 　 知识产权法院在运行伊始, 便感受到了从常规条块关系中脱嵌后所承受的合法性压力:
“受制于人、 财、 物等体制的约束, 各个方面是不对接的, 难免同其他部门、 体制等发生冲

突……毕竟其他部门也需要按章办事, ‘总不能让人家破规矩’ ” 。
 

〔75〕
 

归结而言, 从常规条块

关系中脱嵌, 使知识产权法院难以与常规条块关系保持协调, 也就无法获得其持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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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笔记: R18,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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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版, 第 75 页。
前引 〔 3〕 , 宿迟文, 第 15 页。



这自然是改革法院必须承受的压力。 此种压力被知识产权法院转化为向上回应的动力, 希

望通过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要求, 获得中央的合法性确认。 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院

长所言, “某种程度上, 知识产权法院的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我国司法审判改革的标杆。 压力是

巨大的, 但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 。
 

〔76〕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则称: “万事开头难, 改革需

担当。”
 

〔77〕

　 　 自 2015 年起,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便开始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推进法院的建章立制工作。 建

院第一年, 三家法院便依照中央 《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分别制定了

《关于落实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合议庭办案工作暂行规定 ( 试行) 》 《 权力清单

细则》 等文件, 以落实主审法官、 合议庭办案负责制、 司法责任制、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改

革措施。
 

〔78〕
 

围绕作为改革亮点之一的技术调查官制度, 知识产权法院也推进了制度化建设,
比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出台了 《技术调查官选任和管理暂行办法》 《 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

活动的暂行办法》 《技术调查工作规程》 等文件。
 

〔79〕
 

通过上述工作, 知识产权法院很快建成

了弱科层性、 强专业性的内部组织架构: 北京、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置综合办公室统一处理多

项行政、 党务工作, 业务庭不设副庭长,
 

〔80〕
 

不专设政治部,
 

〔81〕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与上海三

中院实行 “行政 (党务) 合署” 办公;
 

〔82〕
 

与此同时, 设置技术调查室为技术类案件的审理

提供支持, 在业务庭之上根据专业领域设置法官专业会议作为合议庭的专业咨询机构, 限定审

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 将其定位为审判业务的专业指导机构,
 

〔83〕
 

院长、 庭长不再签发案

件而仅提供专业咨询。
 

〔84〕

　 　 将法院创设时遴选的精英法官与上述弱科层性、 强专业性的组织架构相结合, 很快便激发

了法官专业群体的内驱力。 对于法官的绩效考核, 知识产权法院在建院初期主张 “ 用对待教

授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和评价法官, 转变计件工人式的管理模式, 不苛求工作方式、 结案数

量” ,
 

〔85〕
 

这是希望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能够作出令人信服且有指导意义的标杆性裁判。
 

〔86〕
 

与

此相应, 法官的办案团队也同时具有了研究团队的属性, 为员额法官配备的法官助理既是其审

判助手, 也是其学术研究的助手, 要 “ 负责收集整理案件审判所需指导案例或法学研究成

果” 。
 

〔87〕
 

并且, 法院也 “支持法官参与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学术交流和研讨” ,
 

〔88〕
 

以鼓励员

额法官开展学术研究进而实现高水平办案。 随着法官专业内驱力被激发, 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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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80〕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课题组等文, 第 10 页。
同上文,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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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展现出了学术积极性并不断开展学术交流。 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 2015 年就积极组织参

与各类学术研讨交流共计 50 次, 并与上海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 同济大学法学院 / 知识

产权学院联合举办 “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格局构建” 论坛;
 

〔89〕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 2015 年

也选派了 5 名主审法官参与国际司法交流并发表主题演讲。
 

〔90〕
 

以法官的专业内驱力为支撑,
知识产权法院裁判文书的质量也得到明显提升: 对知识产权法院所作技术类案件裁判中 “ 本

院认为” 部分的字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2015 年至 2017 年三年间 2000 字以上的文书比例由

9. 77%提升到 18. 22%, 特别是 5000 字以上的长文书比例增长了 8. 83 倍。
　 　 知识产权法院对中央改革要求的积极回应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 2017 年 8 月 29 日, 最

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知识产权法院取得的成绩, 称知识产权法院为 “ 司法改革

的先行者和排头兵” , 认为其 “创造了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有力推动知识产权审

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 并列举了其所裁判的多个重要案例, 指出其 “ 确立裁判规则, 彰

显激励和保护创新的鲜明态度” 。
 

〔91〕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对上述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各项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开创了知识产权审判新局面。”
 

〔92〕

　 　 然而, 随着案件数量的超预期增长, 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实践也遭遇挑战。 最高人民法院

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亦指出: “受理案件数量增长远超预期, 办案压力持续增大。” 截

至 2017 年 6 月, 三家法院共受理案件 46071 件, 审结 33135 件,
 

〔93〕
 

前三年产生了近 30%的

积案, 而案件的积压也导致裁判周期过长, 虽然单个案件的实际审理时间并不长, 但排期要等

很长时间。 2018 年 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 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

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 , 要求 “改进裁判方式, 推进知识产权案件繁简分流, 切实增

强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便民性和时效性, 着力破解知识产权案件审理 ‘ 周期长’ 问题” 。 知识

产权法院立即感受到了压力, 开始积极回应中央对裁判效率的要求, 对建院初期业已形成的人

员结构及法院建制作出调整: 第一, 以精英化的员额法官为内核, 开始扩容办案力量, 逐渐形

成专业水平阶梯化分布的人员配置格局。 各知识产权法院首先寻求遴选新法官以补充新鲜血

液, 在报名不够踊跃的情况下, 不得不将 《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 ( 试行) 》 要

求的 6 年审判经验的 “相关领域” , 由知识产权放宽至 “ 大民事” ,
 

〔94〕
 

并尝试从其他法院借

调法官, 即便这些法官不一定具有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
 

〔95〕
 

与此同时, 知识产权法院也

引入律师和行业协会开展诉前调解,
 

〔96〕
 

律师及行业协会人员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但其专

业性仍逊于员额法官。 此外, 在部分知识产权法院, 立案阶段的程序性工作及文书送达工作也

不再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办理, 而是委托给劳务派遣人员, 他们在接受培训后上岗。
 

〔97〕
 

第

二, 既有的精简扁平的内设架构在外形上虽无变化, 但在架构内皆逐渐分化出旨在提升办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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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专门机构。 比如, 部分知识产权法院原本未设审管办, 而为了对案件进行科学管理并实施

更细致的案件考核, 便在业务庭内设置了专门负责审判管理的机构。
 

〔98〕
 

此外, 各知识产权法

院也皆成立了专门处理类型化简单案件的速裁团队, 速裁团队的人员组成具有弹性, 其员额法

官可能由全院法官轮流担任, 也可能选派新入额法官或临退休法官担任, 并根据不同时间段的

办案压力对法官助理及书记员的配置进行调整。
 

〔99〕
 

与之相应, 对法官的激励机制也有调整,
开始强调以科学方式激励法官提升结收比。

 

〔100〕

　 　 知识产权法院的上述调整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自 2018 年开始, 法院加快了对积案的

清理: 在 2016 年、 2017 年所结案件中, 当年立案的比例分别为 73. 78% 及 74. 47%, 到了

2018 年, 该比例下降到 66. 47%, 剩下的 33. 53%的案件皆为积案, 2019 年当年所立案件在当

年结案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到 58. 36%, 对过去积案的办理比例相应增加到 41. 64%。 分析知

识产权法院每年结案数、 收案数可以发现, 过去六年收案数量的增长速度基本保持稳定, 而在

2018 年至 2019 年, 结案速度显著高于其他时间段, 在图 7 中具体表现为结案数变化坡度的明

显提升。

图 7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结案数、 收案数年度变化图

　 　 归结而言, 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新创设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压力, 使得其积极地向上回应中央

及国家机构的要求, 以换取对其合法性的确认。 此种行为逻辑可以解释知识产权法院按照司法

改革要求在短期内完成法院建制, 并集中力量消解积案, 前者提升了裁判文书质量, 后者提高

了法院裁判效率。 然而, 细究之下, 向上回应的行为逻辑尚失之单薄, 至少无法有效解释下述

两个现象: 第一, 为什么在中央没有提出效率要求的 2015 年至 2018 年, 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

效率依然保持了稳步提升? 从图 7 的数据可以看出, 三家法院在 2015 年审结案件 9872 件,
2016 年审结 14895 件, 2017 年审结 22631 件, 结案数年均增长 6380 件, 至 2018 年, 年结案

数已提升到 25400 件。 这四年效率的稳步提升无法通过向上回应的行为逻辑得到解释。 第二,
为什么知识产权法院在持续提升裁判效率的同时没有影响裁判文书质量? 向上回应的行为逻辑

意味着法院行动会根据中央注意力的调整而摇摆。 然而, 对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 即便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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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法院积极回应中央的效率要求时, 其也未降低裁判文书质量: 2018 年至 2020 年技术类案

件长文书的比例始终保持稳定, 考虑到案件基数的增长, 稳定的比例意味着法官其实撰写了数

量更多的长文书, 这说明其同时完成了相互冲突的多目标任务。 概言之, 知识产权法院对裁判

效率的持续提升及其在裁判效率与裁判文书质量之间的努力平衡, 提示我们在向上回应的行为

逻辑之外, 应当还存在其他行为逻辑影响着其审判实践。
　 　 (三) 横向竞争: 打造精品与积累声誉

　 　 中央将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从条块关系中脱嵌后, 也采用分权的逻辑将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

管辖权分散授予给三家法院: 这三家法院的民事受案范围一致, 且同为中级人民法院, 这就导

致他们对同类案件可能发展出竞争性的解决方案, 并且彼此不享有高于他方的法律权威。 虽然

三家法院仅管辖当地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看似竞而不争, 但是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制度相对

灵活, 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管辖法院,
 

〔101〕
 

这便触发了 “ 用脚投

票” 的竞争机制: 一方面, 企业会倾向于将重大疑难案件交给更权威、 更专业的法院审理;
另一方面, 法院也会寻求审理这类重大疑难案件, 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及声誉, 从而获得社

会对其合法性的认同。 2018 年后, 最高人民法院又相继创设多家知识产权法庭, 这进一步加

剧了知识产权法院与其他知识产权审判组织之间的横向竞争。 总之, 在市场主体 “ 用脚投票”
的竞争压力下, 各知识产权法院皆会集中优质资源审理重大疑难案件, 以更好地树立自己的

“招牌” , 吸引更多优质案件, 而对于大量的简单案件, 则倾向于以更高的效率消化它们, 以

节约审判资源。
　 　 在建院初期, 知识产权法院的办案压力尚不大, 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已开始区分简单案件

与重大疑难案件, 并以更高的效率消化简单案件。 2015 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已实施 “ ‘ 简

案快审’ 及 ‘难案精审’ 两种模式, 由主审法官按照繁简分流的原则和团队人员构成特点,
统筹协调合议庭的人员组成和案件的分流审理” ,

 

〔102〕
 

其原因在于 “ 裁判文书繁简分流有助于

帮助法官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撰写高水平的示范性案例” 。
 

〔103〕
 

同年,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也开始引入调解机制, 与调解组织、 行业协会合作推进诉前调解、 诉调对接。
 

〔104〕
 

与此同时,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也明确了 “专业化、 国际化、 权威性、 影响力” 的发展定位, 目标是成为

“亚太地区最受青睐的知识产权案件诉讼首选地之一” , 并由此确立了 “ 精品案件战略” ,
 

〔105〕
 

在建院第一年就已经开发出多个精品案件, “着力形成有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 。
 

〔106〕
 

2015 年,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也已成立速裁调解小组, “对相对简单案件快立、 快审、 快结, 提高审判效

率” , 并且同样引入社会力量进行调解, “一审案件调撤率 42. 28%” ,
 

〔107〕
 

节约的审判资源被

用来支持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 即 “ 积极探索新类型案件的审判, 审结了一批疑难复杂、 典

型新颖、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案件” , 包括涉及 “ 互联网+” 的新类型案件以及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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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性案件等。
 

〔108〕
 

上述行为策略在 2016 年、 2017 年得到延续,
 

〔109〕
 

其背后的逻辑如一位

法官助理所言, “对于简单案件就不要耗费太多的精力, 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留给一些比较复

杂的有典型性的案件” 。
 

〔110〕
 

可见, 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偏好恰恰激发了知识产权法院以更

高效率消化简单案件的积极性, 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在 2018 年之前法院的裁判效率也持续

提升。
　 　 虽然 2018 年中央对裁判效率提出专门要求, 但三家法院依然支持法官开展学习和调研,
相关的讲座、 论坛及法院内部的学习组织并没有消亡。 在被访谈者回忆结案压力下的工作环境

时, 一位法官助理说道: “我们院经常会有一些讲座, 有时确实可能有一些着急的材料要交、
着急的判决要写, 参加不了, 然后就会录音, 想着会后听回放。”

 

〔111〕
 

面对结案压力, 这家法

院的审管机构依然要求员额法官重视办理典型案件: “ 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千万不要划过去,
还是要把这个案子的典型意义点出来, 然后把裁判规则通过个案裁判的方式确立起来。”

 

〔112〕
 

在另一家法院调研时, 一位庭长也表示, 在结案压力之下, 法院仍然在实施自己的 “ 培育精

品案件” 的工作机制。
 

〔113〕
 

当然, 这也导致法院及法官承担了更为繁重的工作, “ 院里通过繁

简分流给我们减负了不少, 但顶不住海量的案子如潮水般涌来” , 于是法官只能选择性地开发

有价值的案件, “去年我就有一个很好的案子, 我没时间写, 但仍然抽出一点点空隙的时间来

写裁判文书” 。
 

〔114〕
 

一家法院的庭长也坦陈: “没有一个合理的人案配比的话, 实际上很难做到

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 还能够出更多的精品成果, 而且我们的法官也缺乏学习的机会。”
 

〔115〕
 

既然办案压力不断增加, 知识产权法院为什么还如此执着于办理 “精品案件” ? 一家法院

的审判管理人员对此给出了解释: “长此以往 (占用大量时间办理简单案件) , 高质量的案件

反倒耽搁了, 现在当事人是可以选择法院的, 他会发现你这家法院审不好案子, 就会通过管辖

到外地法院去审, 这样慢慢地好案子会越来越少。”
 

〔116〕
 

另外一家法院的综合办主任给出了更

为直接的解释: “你要想有影响力, 要想打造优选地, 不能只靠数量, 必须要打造精品。”
 

〔117〕
 

换言之, 无论办案压力多大, 知识产权法院始终需要办理精品案件, 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

“招牌” , 才能有影响力, 优质案件才会不断汇集。
　 　 通过集中优质资源办理重大疑难案件, 各家知识产权法院已经为自己树立了专业 “ 招

牌” , 这为其获得更多优质案件提供了竞争力。 一位知识产权资深律师表示: “ 有些地方的知

识产权法庭还是原来中院的班底, 只是改了牌子……但是相比北上广, 培养一个好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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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还是很难的, 并且会存在马太效应, 例如× ×知识产权法院, 每年审几万件案件, 几乎所

有专利类型的案件全在××审理, 其他地方案子少, 没有锻炼的机会。”
 

〔118〕
 

当然, 企业并不是

只青睐专业法院, 而是会根据自身的目的选择最适合的法院。 一位企业法务指出: “ 对于一般

的案子, 我们就不会选择去案件多但质量好的法院, 宁愿放在稍微偏远一点的法院, 案件审理

速度会快一点。”
 

〔119〕
 

而对于重大疑难案件, 企业仍倾向于选择知识产权法院, 并且知识产权

法院也可能主动竞争该案源。 比如, 一家企业的法务提到曾对一个 “ 有创新性” 的案子 “ 打

了管辖” , 法官随之与其沟通, 探讨这个案子能否不去外地, 而企业也会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

是否选择由知识产权法院管辖: “ (如果) 我想要去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典型案例或者说做一

个指导案例的话, 我觉得放在××知识产权法院可能更有机会。”
 

〔120〕

　 　 对于知识产权法院而言, 汇集更多优质案件之所以如此重要, 究其根本依然是为了提升其

组织合法性。 前已述及, 中央的关注固然能够为知识产权法院提供合法性背书, 然而其注意力

的稀缺也使得知识产权法院仅能够周期性地获得自上而下的合法性确认, “刚刚建院时, 很多

事情还都有很大的希望” , 但后来 “体制内都不是特别好协调……慢慢地被冷却了” 。
 

〔121〕
 

因

此, 在中央关注的窗口期之外, 知识产权法院仍需自谋发展, 以直接寻求获得社会的合法性认

同。 在市场主体 “用脚投票” 带来的竞争压力下, 知识产权法院便选择了集中资源办理重大

疑难案件的行为策略。 随着重大疑难案件越办越多, 其专业能力及声誉不断累积, 知识产权法

院才能逐渐获得社会的认可、 接受和信任, 其组织合法性才能得到稳固的保障。 在访谈企业

时, 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法院的评价也皆以其在审判中的专业表现为凭, “ 在× ×知识产权法

院, 法官们都很厉害, ……对审判要点的掌握很到位, 我每次参加开庭时跟他稍微一讲, 他马

上就能抓住重点” 。
 

〔122〕
 

法院及法官的专业性之所以为企业所看重, 则如另一家企业的法务所

言, “专业性更强了, 大家的信任度会更高” 。
 

〔123〕
 

简言之, 基于专业逻辑及专业精神的裁判更

加可预期, 也就更能获得市场主体的信任。

四、 讨论与建议

　 　 回顾全文, 第一部分的研究表明, 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实践促进了企业创新, 取得了积极

的治理实效, 这无疑为继续坚持推进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提供了信心。 然而, 仅据此尚不能得

出未来应新建更多知识产权法院的结论, 因为对司法端的影响机制作进一步分析后发现, 知识

产权法院促进企业创新需要其能够提升裁判效率并在裁判文书中进行丰富的规范输出, 而这又

有赖于恰当的制度环境为其提供激励。 自 2014 年底创设至今, 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新创设

机构面临的合法性压力及其采取的向上回应、 横向竞争的行为逻辑, 共同驱使其努力提升裁判

质效。 然而, 仍需讨论的是, 上述制度逻辑是否也潜藏着挑战?
　 　 在上述分析框架下, 以对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观察为基础, 本文提出下述两个潜在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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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第一, 不同行为逻辑的并存耦合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法院工作重心的不规律摇摆。 向上回应

的逻辑发挥作用具有时间上的突发性和内容上的不确定性, 而横向竞争的逻辑则会持续发挥作

用且内容相对稳定。 两套不同的行为逻辑在实践中并存耦合, 会对知识产权法院的工作推进带

来不必要的扰动, 使得本就稀缺的资源无法长期稳定地投入到专业能力养成之中, 并且两套逻

辑各自的工作任务相互叠加还会加重法官的负担。 如在向上回应的逻辑下集中清理积案, 这确

实提升了法院的裁判效率, 为其在后续几年 “ 轻装上阵” 打下了基础, 但在当时也过度挤占

了办案资源, 造成了形式化结案, 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法官的专业内驱力。
 

〔124〕
 

第二, 横向

竞争带来的资源压力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法院重新嵌入常规条块系统。 横向竞争的逻辑使得法院

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法院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而考虑到中央及国家

机构的注意力相对稀缺, 法院更可能转向常规的条块系统寻求资源支持, 比如向当地政府寻求

更多的人、 财、 物方面的保障及向当地高院寻求业务层面的特别授权, 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人员

扩编、 技术调查官聘任、 法院信息化系统升级、 繁简分流及裁判文书简化、 知识产权纠纷溯源

治理等。
 

〔125〕
 

这就为知识产权法院重新嵌入常规条块系统制造了动力。 当然, 在市场主体 “ 用

脚投票” 的竞争压力下, 其亦仍有动力维持自身的专业性与独立性, “服务× × (地区名) 的

科技创新, 不是说要向着× ×的企业去判, 而是……改善× ×的营商环境” ,
 

〔126〕
 

但长期而言,
横向竞争引发的资源压力还是会增加知识产权法院重新地方化进而重新行政化的风险。
　 　 为应对上述潜在挑战, 今后的司法改革宜逐步降低激活知识产权法院向上回应之行为逻辑

的频次, 而更多地信任法官群体的专业精神与市场竞争压力。 知识产权法院为市场主体提供

“可信承诺” 的能力, 最终仍需其独立接受市场的检验进而获得市场认同。 由此, 今后的司法

改革可以转而主要依靠横向竞争的逻辑激励知识产权法院提升裁判质效, 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知

识产权法院在竞争引发的资源压力下重新嵌入常规条块系统。 具体而言, 可以围绕两个方面开

展后续工作: 第一, 授权知识产权法院试点专门性的程序规则, 以制度建设减少有碍竞争的积

案 “包袱” 。 分析过往数年的案件结收数据可以发现, 知识产权法院的积案数量仍呈上升趋

势, 这构成法院之间围绕重大疑难案件展开竞争的沉重 “包袱” , 若放任其持续累加, 将弱化

横向竞争逻辑的激励效果。
 

〔127〕
 

要卸下这些 “ 包袱” , 仅靠扩充办案力量已不足以应对, 还应

授权知识产权法院对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涉知识产权案件的程序规则进行改革试点, 以释放知

识产权法院自身的能动性, 使其结合各自的收案特点, 尽可能优化审判程序、 集约审判资源,
为提升积案的消化速度提供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201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试点民事诉讼

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开始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这些举措

尚主要从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的全局出发进行制度改良, 未来的改革还应更加突出知识产权审

判的特殊性, 授权知识产权法院试点专门性的程序规则。 比如, 考虑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收

案特点, 可以授权其探索对于简单商标行政诉讼案件一审原则上适用独任制, 以提高制度改良

的针对性。 第二, 以中央注意力引导常规条块系统的注意力, 帮助知识产权法院汇聚竞争所需

的资源。 需回归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央设立的改革法院之定位, 在常规条块系统内含的晋升锦

标赛逻辑的驱动下, 中央及国家机构对知识产权法院的关心, 将有助于引导常规条块系统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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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法院汇聚资源, 从而降低知识产权法院为争取资源而重新嵌入地方的风险。 最高人民检

察院在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时便得出了这样一条经验: “如果省一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 主

管领导到市一级检察机关, 和市委领导、 市人大领导、 市政府领导就某项公益诉讼建议、 某项

公共利益受损的问题进行沟通, 肯定能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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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验在知识产权法院领域也应同样

适用。
　 　 总之, 本文研究表明, 以运动式的方式建设脱嵌于常规体系的知识产权法院, 为其遴选精

英化的法官队伍, 并构造弱科层性、 强专业性的组织架构, 再将其置于横向竞争的环境之下,
能够有效激励其提升裁判质效, 从而以专业的逻辑及精神为市场主体提供 “ 可信承诺” , 最终

发挥积极的治理实效。 上述实践历程为我国后续其他专门法院的建设及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然, 改革没有完成时, 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实践仍面临不同行为逻辑交互

耦合及竞争环境下的资源压力所带来的挑战, 今后的司法改革还需采取措施审慎应对, 这也为

开展持续的经验研究提供了课题与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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